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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产生及其存在在中西封建社会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这一点从波斯坦“城市是封建海洋中的资本主义岛屿”这句话中即可看出。西方在奴隶制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很多城市，但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大多被破坏为废墟了。幸存的城市不但为数很少，而且是“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基本上失去了经济意义。它们一般只是一些行政中心、教会中心和设防据点。9世纪以后，直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期，真正的封建城市才大批兴起。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这种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
而与此同时，东方国家的城市并未走向衰落，而且一般也都具有其经济意义。

西欧早期对城市的研究是把它看作一个特殊的法律区域，从这点出发，迪尔歇总结出它的特征：以共同生活的法律规则表现出来的城市的和平；让市民抹去了不自由标记的城市的自由；有自己城市的法权和法庭，以及一个团体的城市的立法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直到萨利克时期即12世纪初期，由于国王和城市领主给予的特许权，城市才形成。此时，法学史中才提到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城市”。
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城市集中了商业、手工业、农业，是一个非农业的居民点，市场是城市的典型特征。

其实就城市本身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新事物。早在公元2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就已经产生了城市文化，到罗马帝国晚期，城市开始衰落，逐渐丧失其作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作为封建社会的实体，它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如“罗马起源说”、“公社起源说”、“市场法起源说”、“免除权起源说”、“卫戍起源说”、“喀罗林朝地方制度起源说”、“德意志行会起源说”等等，但是，正如马克垚先生所认为的：“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再去讨论这些理论，因为很多事实证明过分片面，不必作为一种认真的理论予以对待了。但是，关于西欧城市的兴起问题，并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或者说它还完全没有解决。”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出关于中世纪西欧城市起源中的主要因素，但不能决定其中每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甚至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一般情况，单一的发端和单一的解释，是不够的。刻特根教授认为：“在归纳关于一个国家制度起源的这些理论之前，应先研究类似国家历史上的相应部分的事实。”
因此，要从罗马法或日尔曼法的这项或那项原则里找出城市的起源，是徒劳无功的。中世纪的城市，是经济社会力量的产物。

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也具有形成较早的特点。在奴隶制全盛时期，城市并不发达，考古工作者根据大批古城遗址的发掘，认为奴隶制行将崩溃的东周时期“大批城市的兴起，是当时出现的一个新现象”。
 “春秋早期以前的都邑，一般只是统治者的居住地；作为在经济生活上起一定作用的城市，是在春秋晚期才出现的”。战国时期的古城一般都具有规整的墙垣和街道，这种类型城址“的普遍出现，证明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兴起了”。“到战国中期，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
因此，我国的封建城市基本上不是从奴隶制时代继承下来的，也不是封建社会形成几个世纪以后重新兴起的，而是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而产生的。

在我国封建城市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城市一旦形成之后，内部就必然要出现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这与西欧中世纪城市似乎恰恰相反：在西方，是工商业的发展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在我国，却是城市的产生为城市经济的活跃提供了条件。

从城市的基本面貌来看，封建城市的特殊面貌，主要通过城市居民的成份表现出来。西方的封建城市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产物，手工业者在整个中世纪都是最主要的城市居民，除工商业者外，其他职业和成份的城市居民几乎微乎其微。与此相反，我国郡县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军队和游手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是绝对的少数。在西方，尽管封建城市是在领主的领地上形成的，领主却很少居住于工商业城市中。在中国，封建地主入居城市则是司空见惯的事。一般地主的治家原则是尽量乡居，避免城居，但贵族、官僚、大地主和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却往往城居。在中国封建城市中，工商业者只占少数。城市商业在手工业作坊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只能以转运远地的奢侈品为主要业务，所以商业的活跃远远超过了商品生产的水平。但是，转运商业的活跃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城市手工业的发展程度，因为，这种商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城市是否处于交通孔道、城市的政治地位高低、城内的消费能力大小。

西方封建城市以手工业者为主要居民，因此其发展和扩大受社会分工水平的限制，不可能畸形地膨胀为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到14世纪时，容纳两万人口的城市就被看作大城市了，甚至象伦敦这样一个著名城市，也只有四万居民。中世纪城市人口的平均数不过数千而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国都和郡县治所，居民以消费人口为主，其发展不受城市生产水平的限制，容易畸形地膨胀和扩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消费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商业的繁荣远远超过了商品生产的水平，这种特点决定了其城市的规划和布局也别具一格。汉代长安城中，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等，“占据了全城大部分地方”。工商业活动除在城内局促于区区的东西两市外，大量在城外进行。北魏的首都洛阳棋盘式的坊制已经大体形成，但其中很少有工商业者。工商业活动基本上是在城外，与汉都长安颇有类似之处。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封建城市，“封建统治者控制着整个城市，是贵族、官僚、地主的集居之地。工商业虽然较前代获得了发展，有了固定的市场，但在整个城市中却不占主要地位，还受着严格的限制”。
到了宋代，虽然坊市制被打破，商品经济在城市中有了空前的发展，但这还没有使城市发生本质的变化。几乎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宫殿、衙署是所有城市的核心，商业活动或则限于城内市区，或则在城外进行，这种城市规划和布局充分说明：我国封建城市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对城市实行行政控制、轻视商业经济发展的倾向，最终使中华民族的城市文明失掉了与欧洲社会同步发展的机遇。

12世纪，西欧普遍发生了城市运动，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多数城市兴起于教会和封建主的土地之上，僧俗封建主就像对待自己的庄园和农奴那样对待城市及其居民，享有复杂的领主权，包括有权征发劳役和军役、征收实物和货币、对产品实行专卖、有权派官治理并享有司法权，甚至有权将城市转让，这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正常发展。

城市居民往往利用国王同大封建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获得特权证书以得到自治权和其他好处。世俗市民阶级对付封建主的有力武器是货币，他们往往先用金钱赎买的方法摆脱某些封建义务，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就举行武装起义。如11世纪伦巴第的城市掀起城市公社运动反对教会封建主和僧俗封建主的统治；米兰市民发动起义，赶走大教主和封建主军队，成立城市公社，选举新的市政官；11、12世纪，法国的城市公社运动高涨；1077年康布雷城先成立公社；琅城的公社运动十分典型；13世纪，科隆市民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大主教的统治，最终成为自由城市。

但是，这些自治权利却并没有使城市真正独立于封建政治体系之外。在当时政治上封建独立割据的情况下，取得自治的城市通常也被当做一个独立的封建主、一个封臣一样看待。自治城市所得到的各种自由权利到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农奴制和封建领地制瓦解之后，这些自由已经没有必要，实际上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中国，则不曾存在中世纪西欧那样明显的城市自治，因为中国的政治格局与中世纪的西欧根本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市民在管理自我事务方面没有任何权利。唐宋时期，在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中普遍兴起了行会组织，行会推举“行头”、“行老”之类的行会首领，既负责为官府供应货物、征收捐税，也负责管理本行的内部事务。到明清时代，行会发展为同乡会、会馆之类的组织，它既是官府统治的某种工具，也是工商业者自己的团体，能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

另外，封建时代西欧城市居民的构成也是极其复杂，并不单单是工商业者，非工商业者的贵族、教士和乡村进城的无业游民等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居民的构成同样很复杂。毫无疑问，作为封建政治、军事中心的城市中，封建的社会阶级控制了城市，工商业居民所占比例通常并不太大。但在唐宋之后，中国也逐渐兴起一批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虽然在这些城市中，封建政权往往也设立官衙进行统治，但从事工商业的居民则往往是城市居民的主体。

城市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文明形态，是对自然的认知与适应，是一个适宜人类生活的场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无论哪个地区的人民都会发明创造最能适应当时的科技水平。虽然在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之间有许多差异，但是，谁都无法否认，城市的产生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它促使人类走向文明，此基础上创造出无数辉煌灿烂的文化，是人类的生活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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